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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哲宇、陈斌、刘金海

　　敦煌是个小城，开车从市中心出发，10 分钟就出了城。
道路两边整齐的行道树，很快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景象取代。
　　尽管已是旺季，但游客并不多，车也少，出城的路上，几
辆载有乘客的大巴格外显眼。这是前往敦煌研究院的通勤
车，研究院紧挨着莫高窟，距离市区 25 公里。
　　空中鸟瞰，沙丘，戈壁，远处的三危山苍凉静默。一条狭
长蜿蜒的绿洲，古老的石窟隐隐若现。我们向工作人员请教
时得知，绿洲中的树木，很多都是在莫高窟工作的老先生种
下的。
　　“一代又一代，才有了莫高窟今天的繁荫。”　

我为莫高窟“修史”

　　王娇是敦煌人，2014 年从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研究
生毕业，2015 年进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7 年来一直
从事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简单说，就是给莫高窟

“修史”。
　　王娇还记得，高考填报志愿，没什么想法，刚好在电视上
看到樊锦诗院长的采访，字幕打出来，樊院长学的是考古学专
业，父亲在一旁试探着问，要不你也学考古？二人一拍即合。
　　毕业找工作，回敦煌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樊院长的影
响，家乡的熟悉感，导师的引荐，对王娇来说，研究院的工作
氛围和学校几乎没什么区别，“环境很简单，大家都一门心
思做学问，不懂就问，到处都是老师。”
　　喜欢并不意味着轻松。
　　 20 世纪以来，“敦煌学”研究成果丰硕，各种相关出版
物层出不穷，但一直缺少一部权威、翔实、成体系的科学档
案资料。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满足国
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推动石窟文
化遗产研究，促进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保护、研究和弘扬。
　　一部大部头作品，背后的辛苦可想而知。王娇作为考古报
告工作团队一员，参与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
第 256～259 窟考古报告》，总计 30 余万字，已历时十余年。
　　而根据《敦煌石窟全集》编辑出版计划，这样的考古报
告要做 100 卷。
　　“一个遗迹现象，要反复去洞窟观察核实，比如对游客
来说是千篇一律的千佛，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观察，每个细节
都可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
　　从洞窟回来，紧接着就是大量的案头工作。考古报告是
一项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合作的团队工作，翔实的文字记录、
严谨的测绘图、全面的摄影图版、科学的分析报告缺一不可。
　　王娇最大的压力还不在工作本身。老一代莫高人逐渐
从一线退下，年轻一代急需顶上去。“考古报告以后要交给
你了。”樊院长的话一直挂在王娇心上。
　　《敦煌石窟全集》第三卷、第四卷的撰写工作已经开始
筹备，参与者大多是 90 后、95 后，王娇感到肩上的担子很
重，“老一辈研究者的接力棒，必须得接住”。
　　压力虽大，却也充满干劲。
　　有一次，王娇在做洞窟记录时发现，莫高窟第 259 窟
两壁上部的阙形龛里都有孔洞，为了搞明白这些孔洞的作
用，王娇从保卫处借来钥匙，把莫高窟有阙形龛的十来个洞
窟挨个看了个遍，回办公室后立刻调取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连着熬了四个晚上，经过仔细对比和梳理，分析出莫高窟第
259 窟阙形龛的制作流程。
　　“和樊院长讨论后，补充进了考古报告。”王娇说，“特别
高兴，疲惫感一下就没了。”
　　对王娇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在洞窟中发现从未被发现
的细节和信息，经过整理介绍给更多的研究者，是他们最开
心也最有成就感的事。
　　“大家志同道合，老前辈的言传身教让我们获益匪浅，
新来的年轻人胆子大、有想法、敢质疑。”王娇说，研究院也
为他们提供了广阔平台，这些年她和同事一起，参与众多国
内外石窟考察，去高校交流授课，生活忙碌充实。

　　王娇的办公桌上，有本 2011 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全
集》第一卷《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告》，两分册 8 开
780 页，密密麻麻做满了笔记。“出版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
老一辈考古人的殷切期盼，也经历了老一辈莫高窟人的多
次尝试和实践，如今终于实现，我们不仅感到自豪，更为能
参与其中而荣幸。”
　　“我一直记得樊院长说的，择一事，终一生。”王娇说，

“考古报告就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在莫高窟“面壁”

　　第一次见到杨金礼，是在莫高窟第 231 窟——— 这是一
个中唐时期开凿的洞窟，距今已超过 1200 年。虽然洞窟外
气温已经超过 30 摄氏度，但在窟内还要穿上厚厚的外套
和护膝。
　　杨金礼坐在小板凳上，面向南壁，正对一幅经变画。他
专心致志地盯着壁画，半天都没动一下，从我们的角度看过
去，想到了小说《三体》里的“面壁者”。
　　只不过杨金礼的任务不是制定战略计划，作为敦煌研
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壁画修复工作者，他考虑的，
是如何对出现病害的壁画进行修复。除尘，粘结，回贴……
一套流程多个步骤，环环相扣，哪个步骤都不能出错。
　　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会产生许多病害，包括起甲、空鼓、
酥碱、微生物污染等等，如果不及时修复，就会有损毁消失
的危险。
　　“比如起甲壁画，颜料层起翘后会自然脱落，如果不用专
业技术手段干预，壁画一点一点地脱落，很快就不复存在。”
杨金礼和同事的工作，就是帮助壁画对抗时间的流逝。
　　 1987 年出生的杨金礼，19 岁就来到莫高窟，刚来那
几年，师父从不让他碰壁画。“每天就是和泥、剪麦草、打杂，
干了整整两年。”杨金礼觉得无聊，坚持不下去，但看到别人
修复完成的壁画又心痒痒，“天天想，啥时候才能轮到我”。
　　两年过去，师父把杨金礼叫到身边，决定带他一起修

复，“对待壁画一定要认真，要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十几
年之后，杨金礼依然牢牢记得这句话。
　　独立上手后，杨金礼开始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干
这一行，真得磨性子，心要沉得下，屁股要坐得住。”杨金礼
说，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每年从 3 月开始，一直到 10 月，一个
中等大小的石窟，一个修复团队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修复。
　　窟内阴冷，阳光照不进来，面对一面墙壁，一坐就是一
天，“很多老同事都有关节炎”。壁画本不易保存，历经千年
更加脆弱，一个失误就有可能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精神要集中，只想两件事，手上的工具和眼前的壁画。”杨
金礼说。
　　一面墙壁，一个工具箱，两层置物架上，大大小小几十件
工具一字铺开。“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很多工具都得自己
做，想用木刀，得自己去找木头，自己磨刀。”杨金礼说，“脚手
架没有钢做的，都是木头，爬上去摇摇晃晃，腿抖。”
　　提升的不仅是工作条件，“现在的修复，”杨金礼反复
说，“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
　　 20 世纪 70 年代是敦煌研究院自主修复壁画的起点，也
是莫高窟的“抢救性保护期”。众多莫高窟工作者克服物质材
料的极度匮乏，在缺乏成熟技术和理论的背景下，在黑暗中
摸索，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修复流程。
　　莫高窟的保护修复经验，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
空白，也被运用于众多石窟寺的保护修复工作。这些年，杨
金礼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西藏布达拉宫、日喀则夏鲁寺、
山西云冈石窟等一系列寺院石窟的修复工作。
　　如今，莫高窟已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发展，
建立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保护更
讲求精准，也更注重背后机理的探寻。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没有前辈们吃的苦，就不可
能有今天的环境。”杨金礼感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修复师的团队，“有学美术
的、学化学的，专业不同，对壁画修复的关注点就不同。”看
着他们，杨金礼总能想到自己刚来莫高窟时的样子，他会提

醒自己，“要做好承前启后的工作，帮助年轻人尽快上手，
也不辜负老一辈的辛苦。”

我替莫高窟“画像”

　　刘小同来到莫高窟，成为一名临摹师，用他的话说，
“合适”。
　　 2014 年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刘小同也纠结过
职业选择。高三就到北京学美术，平时在学校，假期在宋
庄。“大城市的艺术圈，新生事物多，视觉冲击力大，对年
轻人吸引力自然大。”
　　那里有更广的圈子，更多的展览和画室，更好的工作
机会……“列优点确实能列不少。”
　　但刘小同有自己的思考，“快节奏虽然冲击力强，但
沉淀不下来，容易浮躁，尤其对年轻人。”很长一段时间，
刘小同感到自己静不下心，也做不出想要的创作。
　　左思右想，不破不立。
　　 2014 年底，刘小同背上画板和行囊，买了张北京到
敦煌的硬座车票，坐了二十几个小时，来到了莫高窟。
　　“静”是刘小同对莫高窟的第一印象，和之前的“躁”
形成了鲜明对比。戈壁滩上的时间好像慢了下来，这样的
节奏，除了画画，“心无杂念”。
　　作为壁画保存保护的重要手段，临摹分为客观临摹、
整理临摹、复原临摹。即使在数字化技术不断更新的今
天，临摹依然具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都不一样，大到风格构图，
小到弹线晕染，都不尽相同。”刘小同说，数字化技术只能
作为辅助手段，尤其对于一些有损毁的壁画，想要恢复，
只能靠临摹师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
　　刘小同一直记得老院长段文杰的一句话，“没有十
年，进不了莫高窟的世界。”
　　这句话没有吓到他，反而对上了他的胃口。顺利入职
研究院后，画室变成了家，安个折叠床，置办个冰箱，了却
后顾之忧，一头扎进了莫高窟的世界。
　　“下午吃完饭开始画，画到凌晨三四点，一个星期不
回家是常有的事。”以前苦苦不得求的状态，如今在莫高
窟终于实现。
　　除了踏实和满足，莫高窟还带给了刘小同自信。
　　 2017 年去意大利参展，碰上了许久不见的老同学，
聊了很多，朋友说，他开口闭口全是莫高窟，想问他点别
的问题，他也总能拐回到莫高窟。刘小同突然发现，“自己
不再是学校里那个只关心自己内心感受的学生了”。
　　“莫高窟让我变得成熟，也变得自信。”刘小同说，“这
种自信让内心强大，更坚定自己做的事。”
　　斑驳的色彩、交织的线条、深邃的笔触，厚重的历史
被娓娓道来。耳濡目染，朝夕相处，少年的迷茫与纠结也
慢慢平息散去。
　　在莫高窟，刘小同还遇到了爱情。
　　刘小同的爱人也是临摹师，两人共用一个画室，每天
一起画画，一起去洞窟。“我们有一样的艺术观点，喜欢一
样的生活方式，连听的音乐都是一种类型。”刘小同说。
　　既是相濡以沫的爱人，又是互相帮扶的同事。“每天
聊的都是壁画，工作和生活没有明显的界限。”
　　走进古人的世界，揣摩古人的用意，真实完整地恢复
壁画原貌，是一代代莫高窟美术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
目标。如今刘小同正和同事们一起，致力完成莫高窟第
172 窟的整窟复原临摹，这项工作从 2017 年开始，预计
到 2023 年结束。
  结束采访，我们和刘小同一起走在莫高窟窟前，九层
楼风铃声幽幽，刘小同指向一片杨树林，“据说这是常书
鸿先生栽下的。”
　　作为敦煌研究院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
者，常书鸿先生守护敦煌五十余载，被称为“敦煌守护
神”，去世后安葬于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下，同样被安葬
于此的，还有其他二十多位为莫高窟奉献一生的前辈。
　　一代代人来到这里，留在这里，最后离不开这里。
               （本期主持：黄臻）

他 们 把 青 春 刻 进 莫 高 窟 的 D N A

　　新华社成都 6 月 16 日电（记者童
芳、肖林）苦苦等待约 3000 年，三星堆
青铜鸟脚人像终于找回“另一半”。
　　 16 日，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布
将 8 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
人像与 1986 年 2 号“祭祀坑”出土的青
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专家将这件
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在

“分离”3000 年后终于合体，专家认为
这件充满想象力的珍贵文物堪称中国青
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这不是人像，应当是神像。”现场见
证两件文物“合璧”的专家无不惊叹。“合
璧”而成的这件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头顶
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完成
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反映了当时祭祀
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仪式、行为。五绺立发
的人像造型，与之前三星堆发现的辫发
铜人像和髻发铜人像不同，可能代表着
三星堆又一种身份的人群。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拼积木”。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
长冉宏林介绍，跨坑文物拼对，证实了以前的推测，对后续
文物修复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件合体成功的青铜器预示，三
星堆“祭祀坑”的许多器物有可能是“一家子”，到底还有多
少青铜器可以拼合，值得期待。
　　“这只是一个阶段性重要发现。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室内

研究，才能复原三星堆青铜器的整个样
貌。”冉宏林说。
　　 8 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
铜人像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
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
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
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但在
坑里没找到它的下半身。
　　早就推测几个“祭祀坑”器物存在拼
对关系的专家通过研究，找到了铜人像
的下半身——— 青铜鸟脚人像。青铜鸟脚
人像已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过，人像只
有下半身，穿着云雷纹紧身短裙，两腿健
壮，小腿有“文身”，双足似鸟爪突出，又
踩在两只怪鸟上。
　　三星堆博物馆官网上之前对它的评
价是：“鸟脚人像大概算是怪得最出奇的
一件。非常可惜的是，如此精绝的器物偏
偏缺了上半截，其本来面目到底是一副
什么模样？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答案在 36 年后揭晓。冉宏林认为，两
件青铜器的“合璧”也说明 2 号和 8 号“祭

祀坑”同时形成，文物在埋藏之前就被“分离”，这对了解几个
“祭祀坑”的年代关系、器物被破坏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背景
等，都有重要价值。
　　三星堆的考古研究还在持续，考古学家们像找拼图一
样，为我们一点点揭示三星堆古国的“庐山真面目”。

跨越 3000 年

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再“合璧”

  ▲ 6 月 15 日拍摄的拼对成
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新华社发（鲁海子摄）

　　新华社成都 6 月 15 日电（记者童芳、袁秋
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四川广汉市
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除了大量
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考古学家还通过
微痕分析等科技手段，在三星堆“祭祀坑”中找
到了丝绸。
　　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 1929 年，1986 年
发现的 1、2 号“祭祀坑”出土了金杖、面罩、神
树、象牙雕饰等珍贵文物 1720 件。迄今三星堆
历次考古出土的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和象
牙等的数量已超过 5 万件。
　　自 2020 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
合考古队，启动对祭祀区的深入发掘研究，在
1 、2 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
约 3000 年的 3 号至 8 号六个“祭祀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
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三星堆的丝绸经过数千年
的埋藏，已经不复当年的“颜值”，但考古学家
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祭祀坑”
中发现了丝绸，有的附着于青铜器等出土文物
上，有的“隐藏”在灰烬中。
　　深度参与了三星堆丝织品的发掘、保护及
研究工作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告诉
记者，4 号“祭祀坑”堆积着 15 厘米的灰烬层，通过分析
检测，在不同层面都能检测到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这是
焚烧丝绸后留下的锦灰，这么厚的锦灰，可见古蜀国的富
庶程度。
　　据周旸介绍，这种在考古现场寻找丝绸残留物的技
术，其原理就是抗原抗体反应，基于这种免疫学原理，研
究团队已经研发出一种类似于“验孕棒”的试剂盒，能在
已经泥化、灰化、炭化、矿化的遗物中找到丝绸。正是基于
这种“于无形处寻丝踪”的微痕检测技术，我们才比较有

信心地来到三星堆找丝绸。
　　“三星堆被火烧过，被掩埋过，可能还被水浸
过，留给我们的线索不多。但我们尽最大可能，不
仅在三星堆的‘祭祀坑’里面找，而且在三星堆的
库房里面找，研究对象不仅是出土器物，更是一堆
一堆的灰烬。”周旸说。
　　经过“彻查”，周旸的团队在三星堆的青铜蛇、
青铜眼形器、40 多件器物上均发现丝绸，品种有
绢、绮、编织物。“除了厚实的绢，还有飘逸轻薄的
绢，可以想象当年就像纱巾一样飘逸灵动。”周
旸说。
　　“三星堆库房里面还有大量青铜器包块，这些
青铜器包块明显被焚烧过，在这个包块上面也找
到了丝。这是非常明显的丝绸，看得非常清楚，平
纹的致密的丝绸。我相信当时这块丝绸是非常厚
实的，并且颜色鲜亮。”周旸说。
　　丝绸的发现，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出土文物
微痕信息提取保护的成果，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
巨大进步。考古学家不但在新发现的 6 个“祭祀
坑”里找到了丝绸，也在 1986 年发现的 1 、2 号

“祭祀坑”出土器物上找到了。周旸在 2 号“祭祀
坑”的一件青铜器的背面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里
发现了斜编织物。这是最常见的、也是人类使用最
久的编织技艺。

　　周旸认为，复原当时的社会，丝绸是不可忽视的物质
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为人们提供更多信息，理解古蜀
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的。
　　“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
明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
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
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
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都秉承着大
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周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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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月 19 日，王娇在莫高
窟第 259 窟做洞窟记录。
     本报记者陈斌摄
   4 月 19 日，刘小同在莫
高窟第 172 窟比照临摹壁画的
细节。   本报记者陈斌摄
   4 月 19 日，杨金礼在莫
高窟第 231 窟修复出现病害的
壁画。  本报记者杜哲宇摄


